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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鸟在物种或群落水平上可以对湿地营养状态有所响应，预警生态系统有害的改变． 以大型淡水湖泊洱海为例，
基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沿岸 １７ 个观察点的冬季水鸟调查与水质同步监测，研究小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白骨顶（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
和黑水鸡（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密度对沿岸水体中总磷和总氮浓度的响应关系． 结果发现白骨顶和小 密度均与总氮浓

度呈显著正相关，也均与总磷浓度呈显著正相关；黑水鸡密度与总氮和总磷浓度无显著相关性． 结果表明，水鸟可以在物

种水平上对洱海湖滨带水中营养物质变化有所响应，也强调了根据具体指示物种的生态学习性选择水鸟指示物种尤为

重要． 白骨顶和小 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水质指示作用有待于更多湖泊或水库水体的长期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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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鸟是湿地中较容易监测的生物类群，水鸟的强运动能力使其对湿地中食物资源的变化反应迅速［１⁃２］ ．
在水生态系统中，由于不同生物类群对相同环境变量反应的趋同性很弱，因此应仔细挑选特定生物类群，使
其对特定环境变量有所响应［３⁃４］ ． 已有的研究表明水鸟能够对湿地水环境变量变化有所响应［１，５］ ． 水鸟既对

湿地营养状态［６⁃７］ ，也对湿地水文过程有所响应［８⁃１０］ ． 水鸟群落指示河流河岸带人为干扰和水质状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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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３ＺＸ０７１０５⁃００５⁃０２⁃０２，２０１２ＺＸ０７１０５⁃００３⁃０１⁃０１）、云南省高校洱海流域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重点实验室项目、中国三江并流区域生物多样性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和大理大学博士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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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１１⁃１３］ ．
影响水鸟对栖息地利用的因素近半个世纪以来在鸟类学界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了水鸟这一生物类群对湿地环境因子的响应，例如 Ｍａ 等［１４］综述认为湿地的水深、水位波动、植被、盐度、食
物资源、食物资源可获得性、湿地大小和湿地连通性均是影响水鸟对栖息地利用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湿
地的底泥和水质特征也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水鸟对湿地的利用． 除环境因素外，人为干扰因素也会影响

水鸟对栖息地的利用［１５］ ．
虽然水鸟作为湿地指示物种早期曾一度被怀疑，因为它们或许缺乏与湿地中其他生物类群或湖沼学变

量变化的直接可测量响应．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鸟类并不与以与其他生物类群相同的方式对湿地特征响应，
这时鸟类可能不适宜指示其他监测类群的变化；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鸟类可以是营养状态，鱼类资源或

水生植物多度可靠的指示生物［１］ ． 另一方面，因为水鸟与湖泊中的非生物环境和食物网具有很密切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尝试将水鸟整合进湖泊生态系统的研究中［１６］ ，而且已有研究也表明水鸟的确对湿地

水体的营养状态或水质指标变化有所响应，而且是以物种或群落的方式有所响应［１７⁃１９］ ． 在西班牙东南部的

Ｍａｒ Ｍｅｎｏｒ 泄湖，随着湖泊营养程度的增加，凤头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ｓ）的数量也显著增加，而在西班牙全

国凤头 的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说明凤头 量增长不是由更大尺度上的外部原因造成，凤头

是对湖泊营养状态有所响应的水鸟物种［２０］ ；在该泄湖富营养化晚期阶段，白骨顶（Ｆｕｌｉｃａ ａｔｒａ）则是水质状

态变化的响应物种［１７］ ．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黑水鸡（Ｇａｌｌｉｎｕｌ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ｓ）在富营养的水域中数量

更多［２１］ ． 综上，在特定物种对湿地营养状态的响应上，凤头 、白骨顶和黑水鸡是对水体营养程度有所响

应的水鸟物种，也说明在物种水平上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性．
对 Ｍａｒ Ｍｅｎｏｒ 泄湖局部湖滨带分段进行的水鸟物种与营养盐之间响应关系的研究表明，特定水鸟物种

的密度并不与沿岸营养盐变化有响应关系［１８］ ． 在大型淡水湖泊，人类对物种水平上水鸟与不同片区水质的

响应关系知之甚少． 已开展的滇池和洱海水生植物覆盖状况与水质关系的研究表明，营养盐含量较高的湖

滨带，水生植物覆盖度较高［２２］ ，而水鸟依赖水生植物提供的食物来源或庇护场所生存［２３］ ，因此，预期营养盐

含量高的湖滨带，指示水鸟的数量也将较大．
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泊，属国家重点保护的水域之一，具有农田灌溉、工业、生活用水和水能利

用的功能［２４⁃２５］ ． 近年来，韩联宪等对洱海西岸湖滨带的陆地鸟类和水鸟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共记录到鸟类

１１５ 种，离岸 ２００ ｍ 内近岸明水面的优势种为白骨顶、小 （Ｐｏｄｉｃｅｐｓ ｒｕｆｉｃｏｌｌｉｓ）、黑水鸡、赤麻鸭（Ｔａｄｏｒｎ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和红嘴鸥（Ｌａｒｕｓ ｒｉｄｉｂｕｎｄｕｓ） ［２６］ ． 本研究以洱海为研究地点，研究小 、白骨顶和黑水鸡的个体

数量对沿岸水体中 ＴＰ 和 ＴＮ 浓度的响应关系，检验上述 ３ 种水鸟数量是否与沿岸水体中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均

具有相关关系，评价鸟类这一生物类群对淡水湖泊湖滨带水质变化是否具有响应关系；通过水鸟对水质指

示作用的探讨性研究，为未来开展湖滨带水质的快速生物评价提供基础资料．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洱海（２５°３６′～２５°５８′Ｎ， １００°０６′～１００°１８′Ｅ）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是一个典型的内陆断陷

淡水湖泊． 水位 １９７３．６６ ｍ 时，长 ４２．５８ ｋｍ，最大宽 ８．０ ｋｍ，湖面面积 ２４９．０ ｋｍ２，最大水深 ２０．７ ｍ，平均水深

１０．１７ ｍ［２５］ ． 洱海湖滨带全长 １２８ ｋｍ，其中西部 ４８ ｋｍ，南部 ８ ｋｍ，东部 ５１ ｋｍ，北部 １１ ｋｍ［２７］ ． 湖区属中亚热

带高原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５．０℃，１ 月平均气温 ８．５℃，极端最低气温－４．２℃，７ 月平均气温 ２０．１℃，极端

最高气温 ３４．０℃ ． 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２４７２ ｈ，无霜期 ３０５ ｄ，年均降水量 １０５６．６ ｍ，最大年降水量 １４５６．５ ｍｍ，
最小年降水量 ６５０．２ ｍｍ，５ １０ 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的 ８５％ ～９６％ ［２５］ ． 近 ５０ ａ 来，随着洱海流域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进入洱海的氮、磷负荷持续增加，洱海水质持续下降，同时水位大幅波动，从而导致洱海水生态系

统发生退化，沉水植物多样性下降且群落结构趋于简单化［２８］ ．
１．２ 调查方法

根据洱海水鸟聚集点的分布，避开密集的休闲娱乐人群，在洱海环湖湖滨带选择了 １７ 个水鸟观察点，２
个观察点之间最小距离至少 １ ｋｍ，或有明显的边界标志（图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５ ２６ 日快速完成一次环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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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调查和水样同步采集． 水鸟调查由 ２ 个调查人员完成，对每个观察点以观察点为圆心，半径 １ ｋｍ 内水域

中的小 、黑水鸡和白骨顶进行分种计数． 使用莱卡 ２０－６０×７７ 变焦望远镜（Ｌｅｉｃａ ＡＰＯ ＴＥＬＥＶＩＤ ７７，产地

德国）和 １０×４２ 双筒望远镜（Ｏｌｙｍｐｕｓ ＥＸＷＰ Ｉ，产地日本），采用“Ｌｏｏｋ⁃Ｓｅｅ”方法［２９］ 对视野内的水鸟进行观

察． 调查日均为晴天，且风浪小，调查仅在有日照时间段内进行（０９ ∶００ １７ ∶００），调查时段内的观察点水域

均无船只活动．

图 １ 洱海湖滨带冬季水鸟观察点位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ｌａｋｅｓｈｏｒｅ ｏｆ Ｌａｋｅ Ｅｒｈａｉ

水鸟观察计数的同时，在每个水鸟观察点近岸区域（离岸 ０～６０ ｍ 范围），由第 ３ 个调查人员专门采集上

覆水样，全湖共采集 １７ 份． 水样带回实验室后立即进行测定，总氮（ＴＮ）浓度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

光光度法测定；总磷（ＴＰ）浓度采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３０］ ．
１．３ 数据分析

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下，根据每个观察点的 ＧＰＳ 点位信息计算每个点半径 １ ｋｍ 的缓冲区． 然后，叠加洱海水域，
获得观察范围内的水域范围． 最后，根据视野范围内的遮挡（树林、建筑等），去除不可观察的范围，得到每个

点的可观测范围，并计算观测范围的面积． 根据每个观察点观察到的水鸟数量和实际观察水面面积分种计

算水鸟的密度． 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软件中完成小 、黑水鸡和白骨顶密度（只 ／ ｈｍ２）和 ＴＮ、ＴＰ 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使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ｔｅｓｔ 检验数据的分布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对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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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洱海湖滨带 １７ 个观察点 ３ 种水鸟密度和
水质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１７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Ｅｒｈａｉ

变量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误

白骨顶 ／ （只 ／ ｈｍ２） ０．９７５ ０ ５．３１６ ０．４１３
黑水鸡 ／ （只 ／ ｈｍ２） ０．０７０ ０ ０．３２２ ０．０２６
小 ／ （只 ／ ｈｍ２） ０．５６１ ０ １．７７９ ０．１０８
ＴＰ ／ （ｍｇ ／ Ｌ）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９ ０．３１３ ０．０１５
ＴＮ ／ （ｍｇ ／ Ｌ） ０．７０９ ０．２９３ １．７３２ ０．１０１

２ 结果

２．１ 洱海湖滨带常见水鸟与水质的变异

洱海湖滨带中白骨顶、黑水鸡和小 ３
种常见水鸟密度和水质指标变异均较大（表
１）． 白骨顶密度最大，平均值为 ０．９７５ 只 ／ ｈｍ２；
密度最大值为 ５．３１６ 只 ／ ｈｍ２，出现在东南岸

的塔村观察点；最小值为 ０，出现在东岸鸡岩

寺、康廊、莲花曲等多个观察点． 黑水鸡密度

最小，平均值为 ０．０７ 只 ／ ｈｍ２， 密度最大值为

０．３２２ 只 ／ ｈｍ２，出现在北岸的东马厂观察点；
最小值为 ０，出现在东岸鸡岩寺、康廊、莲花曲

和北岸河东村、杨家村等多个观察． 小 的密度最大值为 １．７７９ 只 ／ ｈｍ２，出现在西北岸的沙坪湾；最小值

为 ０，出现在东岸老太庙观察点．
在水质指标中，ＴＰ 浓度平均值为 ０．０８６ ｍｇ ／ Ｌ，处于Ⅳ类水水平；ＴＮ 浓度平均值为 ０．７０９ ｍｇ ／ Ｌ，处于Ⅲ类

水水平． ＴＰ 和 ＴＮ 浓度的最大值分别为 ０．３１３ 和 １．７３２ ｍｇ ／ Ｌ，均出现在洱海西北岸的沙坪湾观察点，ＴＰ 浓度

的最小值为 ０．０４９ ｍｇ ／ Ｌ，出现在东南岸的南村观察点；ＴＮ 浓度的最小值为 ０．２９３ ｍｇ ／ Ｌ，出现在东岸的老太庙

观察点． 根据水质监测结果，沙坪湾观察点的水质已达劣Ⅴ类，部分观察点的水质为Ⅴ类，包括西岸的才村

（ＴＰ ＝ ０．１０５ ｍｇ ／ Ｌ）、新生邑（ＴＮ＝ １．６９４ ｍｇ ／ Ｌ）和东岸的康廊（ＴＮ＝ ０．１１７ ｍｇ ／ Ｌ）观察点．

表 ２ 洱海湖滨带 １７ 个观察点 ３ 种水鸟密度与
水质指标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

Ｔａｂ．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１７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Ｅｒｈａｉ

白骨顶密度 黑水鸡密度 小 密度 ＴＰ ＴＮ

白骨顶密度

黑水鸡密度 ０．３６６
小 密度 ０．５３２∗ ０．１１０
ＴＰ ０．５１１∗ ０．２９１ ０．６６６∗

ＴＮ ０．６１３∗ ０．２４５ ０．５５０∗ ０．６０３∗

∗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２．２ 水鸟密度与水质的相关性

经过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ｔｅｓｔ 检验，认为

各变量数据基本均符合正态分布． 对 ５ 个变

量两两之间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表 ２），发
现白骨顶密度（ ｒ ＝ ０．６１３， Ｐ ＝ ０．００９）、小

密度（ ｒ ＝ ０．５５０， Ｐ ＝ ０．０２２）均与 ＴＮ 浓度

呈显著正相关；白骨顶密度（ ｒ ＝ ０．５１１， Ｐ ＝
０．０３６）、小 密度（ ｒ ＝ ０．５３２， Ｐ ＝ ０．０２８）
均与 ＴＰ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 白骨顶密度与

小 的密度分布呈显著正相关 （ ｒ＝
０．５３２， Ｐ＝ ０．０２８），ＴＰ 与 ＴＮ 浓度呈显著正

相关（ ｒ＝ ０．６０３， Ｐ＝ ０．０１０）．

３ 讨论

３．１ 指示水质的水鸟物种选择

指示水质变化的水鸟应严格依赖水体觅食活动，并且容易被观察到［１４］ ． 虽然冬季洱海也有相当数量的

雁鸭类［２６］ ，但是雁鸭类性机警，对人类干扰活动较敏感，一般在距岸边观察点接近或超过 １ ｋｍ 的水域中活

动，雁鸭类作为洱海的近岸水质指示并不合适；另外，部分雁鸭类可能仅选择洱海作为日间休息地，不进行

觅食活动，因此综合多种因素，雁鸭类不适于作为洱海近岸水质的指示生物． 对于鹭类等涉禽来说，其觅食

地并不严格依赖水体，有时在附近农田中觅食，因此也不符合水质指示物种的要求． 洱海冬季虽然为较多红

嘴鸥利用，但是红嘴鸥的食物来源部分来自湖泊外部，例如人类的投喂食物，因此鸥类也未被选作水质指示

物种． 综合已开展的相关研究［１７⁃１８，２０⁃２１］和洱海近岸水鸟的分布［２６］ ，本研究最后选择小 、黑水鸡和白骨顶

３ 种水鸟尝试研究其水质指示作用，这 ３ 种水鸟严格依赖洱海近岸水体及其底质觅食．
３．２ 观察点水域水质的代表性

洱海在弱风浪水动力扰动下，湖滨带近岸（离岸 ０～６０ ｍ 范围）区域水体 ＴＮ、ＴＰ 浓度与远岸（离岸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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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ｍ 内）差异不显著［２７］ ；在西班牙泄湖 Ｍａｒ Ｍｅｎｏｒ，在离岸 １ ｋｍ 以内，营养盐浓度随着距岸边距离增加而

快速下降，不同湖滨带的水质差异在离岸 ５０ ｍ 内就得以充分体现［１７］ ．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区分洱海内不同湖

滨带之间的水质和水鸟差异，每个采样点都在离岸 ５０ ｍ 以内的地方采用相同的方案采集水样，已经反映了

洱海不同湖滨带之间的水质差异；１７ 个观察点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均呈现较大的变异，ＴＮ 浓度在 ０．２９３ ～ １．７３２
ｍｇ ／ Ｌ 之间，ＴＰ 浓度在 ０．０４９～０．３１３ ｍｇ ／ Ｌ 之间，且与已开展的洱海湖滨带水质研究结果［２７］ 相似，即在空间

上呈现北部营养盐浓度最高，东部营养盐浓度最低的格局；造成湖滨带水质发生空间变异的原因为不同湖

滨带周边的土地利用、沿岸生产方式有所差异，从而可能导致相应湖滨带的入湖营养盐总量有较大差异． 在

今后的深入研究中，在水鸟观察范围内按距离分层取水样将更为精细地揭示水鸟对湖滨带水质的响应规律．
３．３ 洱海湖滨带 ３ 种水鸟对水质变化的响应

在洱海整个湖滨带水体水质空间变异大的背景下，本研究中白骨顶和小 的种群密度均与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即随着湖滨带不同观察点水体中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的增加，白骨顶和小 的数量亦增加．
研究结果不同于已开展的物种水平上研究，西班牙泄湖 Ｍａｒ Ｍｅｎｏｒ 西端长约 ４．１２ ｋｍ 的湖滨带，白骨顶和

类水鸟密度对湖滨带营养盐的变化并没有响应，水鸟对沿岸淡水资源的依赖可能是其没有响应的原

因［１７］ ；本研究结果亦不同于基于群落水鸟多样性指数的研究结果，因为相关研究表明水鸟多样性指数与富

营养指数、污染程度呈负相关关系［３１⁃３２］ ，而与北美佛罗里达州基于 ４６ 个湖泊的群落研究结果相似，表明水

鸟群落物种丰富度和多度与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均呈正相关［６］ ． 采用不同的水鸟响应变量以及差别较大的研究地

环境条件可能是造成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
在其他生物类群中，对洱海浮游植物群落多度影响最大的水环境因子为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３３］ ，影响洱海轮

虫分布的环境因子包括 ＴＮ 浓度［３４］ ；对洱海底栖动物群落变异的水环境因子为 ＴＰ 和 Ｃａ２＋浓度［３５］ ． 综上，本
研究和已开展的研究表明水鸟同湖泊中其他生物类群一样，可以对洱海湖滨带水体营养盐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变

化表现出响应关系．
与美国佛罗里达州 ｅｖｅｒｇｌａｄｅｓ 湿地相关研究［２１］不同的是，黑水鸡并没有对洱海湖滨带水质有所响应，这

可能与黑水鸡在洱海的生境偏好有关． 根据观察，黑水鸡与白骨顶和小 的生境偏好并不相同，虽然黑水

鸡也在靠近岸边的区域活动，但多数时间是在紧邻岸边的挺水植物和浮水植物丛中活动，而白骨顶和小

通常是在距离岸边有一定距离的明水面活动． 本研究的水质采样点并不在挺水植物和浮水植物带内，这
可能是黑水鸡未对洱海湖滨带水质有所响应的原因，也说明了在物种水平上根据物种的具体生态学习性来

选择水鸟指示物种尤为重要［１］ ．

４ 结论

鸟类是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的重要指示类群，未来我国将大力发展全国范围内的鸟类监测工作［３６］ ． 水

鸟作为湿地水质生物指示虽有一定局限性［１］ ，但本研究认为白骨顶和小 是对洱海湖滨带近岸水体 ＴＮ、
ＴＰ 浓度有一定响应关系的物种，在物种水平上开展相关监测工作可能是提高水鸟水质指示作用的途径． 在

未来冬季洱海湖滨带水质快速评价时，可以尝试使用这 ２ 个物种作为洱海冬季近岸水体水质状态的指示生

物． 白骨顶和小 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水质指示作用有待于更多湖泊或水库水体的长期相关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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